
理论评价的三个原则和三个误区
———以针对 “译介学”的评价偏差为例

张  莹

摘 要:在王向远教授批评 “译介学”的系列论著中,可以通过理论评价的三

个原则,即尊重理论的 “不可通约性”、尊重理论提出者对核心概念的界定,尊重理

论提出者对其理论目标的定位和尊重理论提出者的所处时代要素,从共时和历时两

个维度评价理论的价值,发现其批评 “译介学”时存在的专断化界定 “正统翻译

学”、从而将 “译介学”排除在翻译学范畴之外,将不同理论层次和理论目标的 “创
造性叛逆”和 “破坏性叛逆”两个概念一起讨论和未从共时和历时角度评价 “译介

学”的理论活力等三个误区。由此可见,如果理论评价有失偏颇的话,很有可能会

影响真正的理论创新;对此进行适当的反思,有利于中国译学界出现更多的创新性

理论。
关键词:理论评价 译介学 译文学

作者张莹,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083)。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依赖于对原有理论局限的突破和创新,如托马斯·库恩的 “范式革

命”所强调的,追求 “一代代理论的更迭和进步”。① 每一个理论的创新突破点往往就基于对已

有理论局限的评价,创新的结果或弥补已有理论的不足,或开拓一片已有理论尚未涵盖的研究

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学科研究的发展。然而,如果对已有理论的评价存在偏颇,看

似创新的理论就并不一定能站在已有理论的 “未来”,创出一片新的研究空间,它可能只是站在

已有理论曾突破的 “传统”立场,重复早已辩争过的观念分歧。
近年来,王向远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包括 《“创造性叛逆”还是 “破坏性叛逆”? ———近

年来译学界 “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②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

究模式与 “译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③ 《“译文不在场”的翻译文学史——— “译文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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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与中国翻译文学史著作的缺憾》、① 《“译介学”与 “译文学”——— “译介学”的特色、可

能性与不可能性及与 “译文学”之关联》、② 《“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并论译

介学对 “创造性叛逆”的挪用与转换》③ 等,在 “译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 “译文学”概念,表

现出一定的创新意识。但笔者认为王向远教授对 “译介学”的一些评价不大符合理论评价的基

本原则,存在着一定的评价偏差。本文拟以此为例,讨论理论评价的三个原则和需要避免的三

个误区。

一、理论评价的三个原则和三个误区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影响科学家评价理论的变量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科学家对 “理
论”的理解和解释。将理论看作 “整理资料的框架”,还是 “对外部世界深部结构的描述”;看

作 “感性经验的缩写”,还是 “预测的工具”。第二个是科学家评价理论时心中的目的,是 “为
了满足揭示宇宙奥秘的好奇心”,还是为了 “使令人惊异的现象得到解释”;是 “为了更接近真

理”,还是 “为了解决问题”。第三个是科学家所持的价值观,部分由其成长和接受训练的社会

文化及智力环境塑造,部分由科学家自身的素质和内在智力结构塑造。④ 理解影响理论定位的这

三个变量,我们便理解了在学科 (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中不同理论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理解和评价理论价值的时候尊重科学家 (理论提出者)为其理论所做的核心概念解释、理论

目标阐释和理论提出者所处的时代。理论评价也应该遵循如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尊重理论的 “不可通约性”,尊重理论提出者对核心概念的界定

库恩曾提出过理论的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⑤ 强调 “在从一个理论到下一

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词汇早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⑥ 这就是说,
每个理论中的概念和术语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必须在这个理论的表述语境中才能确定其

含义,不能简单从语言学字面含义来理解一个理论概念,要尊重理论提出者对其核心概念内涵

和外延的界定。

(二)尊重理论提出者对其理论目标的定位

理论研究虽然本质上都是对所观察现象的理性思考,但就理论目标来说,一直有 “形而上”
和 “形而下”两个方向。“形而上”的方向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本质,
属于纯理论 (或解释性理论),“形而下”的方向则通过 “论事物之理 (对实际或实践而言)”,⑦

指导今后的实践,解决更多的问题,属于应用性理论。例如, “我是谁?”是重要的哲学初始命

·23·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9年第2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向远:《“译文不在场”的翻译文学史——— “译文学”意识的缺失与中国翻译文学史著作的缺憾》,
《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王向远: 《“译介学”与 “译文学”——— “译介学”的特色、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及与 “译文学”之关

联》,《民族翻译》2016年第4期。
王向远:《“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并论译介学对 “创造性叛逆”的挪用与转换》,
《人文杂志》2017年第10期。
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4期。
虽然库恩强调的范式之间 “不可通约”的观点在科学哲学领域也有争议,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T SKuhn 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 p 149 
参见 《国语辞典》,“理论”(词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053页。



题,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问出这个问题,也许只会在痛苦和迷茫中问自己这个问题并很难

给出答案。但当别人向自己问 “你是谁?”时,你往往会迅速给出答案 (姓名、职业、身份等),
因为你会判断出对方在问你一个应用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因此,对一个理论的价值

评价,必须尊重提出者对其理论目标的定位。

(三)尊重理论提出者的所处时代要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评价理论的价值

科学哲学家劳丹在讨论科学理论评价时曾指出,评价理论需要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共时

维度看理论在其产生时 “如何有效推动研究传统更好地解决问题”,历时方式则看随着时间的流

逝,“研究传统是否因该理论取得进步,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增大了还是减少了”。① 因此,评价理

论的价值和贡献,要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和评价,一方面考察该理论是否突破了当时的认知盲维,
即当时研究视野中属于盲点的东西和没有发现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要在当时的认知环境下

理解和评价理论的概念陈述。对于理论的后续价值和影响力,也要从研究传统的整体发展趋势

和学术数据来审视,而不仅仅依托部分片面的推崇或批评。
若违反理论评价这三个原则,就会相应出现如下三个比较典型的评价误区:
误区一:对理论的核心概念断章取义,曲解理论提出者的本意;
误区二:忽略理论提出者的理论目标,将理论放在不适用的理论领域进行评判;
误区三:依托个别观点,未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全面评价。
若理论评价出现误区,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创新就难免立论不稳,对所评价的理论也

难以做到客观公平。

二、王向远教授对译介学的评价偏差

王向远教授在系列论文中对 “译介学”概念进行了语义学阐释,并以此为依据认为 “译介

学”不在 “正统翻译学”范畴之内;在对 “译介学”理论适用度的忧虑也不太符合谢天振教授

提出 “译介学”时所预设的理论目标。这些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上文所说的理论评价误区。

(一)对 “译介学”概念进行语义学阐释,专断化界定 “正统翻译学”,从而将 “译介学”排
除在翻译学范畴之外

“译介学”是20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提出的理论,他在 《译介学》(1999年)中明确阐

述过 “译介学”作为翻译学研究的理论内涵和重点: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温和的角度

出发对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

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

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
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 (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

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②

王向远教授在 《“译介学”与 “译文学”——— “译介学”的特色、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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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学”之关联》一文中认为, “谢天振先生并没有对 ‘译介’这个词做出具体的语义分析,
或许认为有了上述的总体界定就可以了,而无需再做语义分析。但是从比较语义学的角度来看,
‘译介’既然作为概念使用,就必须做词素和语义的分析”,继而,王向远教授对 “译介”做了

如下的语义分析:
在谢天振先生关于 “译介学”的表述与阐释中,虽没有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明 “译介学”

的 “介”指的 是 什 么,但 在 逻 辑 和 学 理 上,我 们 应 该 把 这 个 “介”理 解 为 “中 介”之

“介”。但 “译介”这个词,无论是词典上的释义还是一般人的顾名思义,大都会理解为

“翻译介绍”。“翻译介绍”又可做两种理解,一是并列结构,是 “翻译加介绍” “翻译与介

绍”的意思;二是 “翻译的介绍”,即 “作为翻译的介绍”的意思,是把翻译作为 “介绍”
的一种途径与手段。第一种理解显然过于宽泛了,宽泛到了可以囊括整个翻译学而且再加

“介绍”即文化文学交流史、关系史;第二种解释 “作为翻译的介绍”,也可以表述为 “作

为介绍的翻译”,这就突出、强化了 “介”字。在这种理解中, “翻译”是 “介绍”的手段

和途径,“介”是研究的重心。“译介学”之 “介”指的应是 “中介”、“介体”。这应该是对

“译介学”的正确的顾名思义的理解。①

在对 “译介学”进行词素和语义解读的基础上,王向远教授认为 “以译介学名义将翻译纳

入比较文学是名正言顺的”,但是 “从翻译学的立场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译介学不属于

“正统翻译学”:
“译介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它的学术特征的很好的标注,它表明比较文学的 “译介学”

对翻译的研究,与一般翻译学是不同的。“译介学”的 “译介”,不是 “翻译”,不是 “翻译

加介绍”,“译介学”只定位于 “介”,即把翻译作为文学交流的中介环节,而不是对翻译本

体加以研究。换言之,“译介学”没有试图将翻译学或翻译研究整体纳入比较文学,而只是

把文学翻译的 “中介性”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 “译介学”与正统翻译学路数

相悖。②

在此,王向远教授重新 “界定”了两个概念:第一,对 “译介学”概念进行语义学界定,
认为 “译介学”只定位于 “介”,与译介学提出者原本界定的理论范畴不符;第二,对 “翻译

学”进行了专断化界定,将 “紧紧依傍于翻译学,并以语言学的科学性作为学科根本”的 “翻
译研究”界定为 “正统翻译学”,无视21世纪研究范畴日益丰富的翻译学真实学科面貌。

笔者认为,“既然作为概念来使用,就必须做词素和语义的分析”③ 这个前提是错误的,它

将 “概念”和 “语词”混淆了。概念是 “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④ 而语词

仅仅是概念的表达形式,与概念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两者混淆的结果,就会像著名的堪萨

斯州 “笨人俱乐部”笑话那样,将英语的 “茄子 (eggplant)”强行解释为 “鸡蛋工厂”,从而

得出 “鸡是植物”的荒谬结论。
库恩强调理论的不可通约性,就是谨防用简单的语词分析替代每个理论概念所特指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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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例如,我们在讨论文努蒂 (LawrenceVenuti)“异化”概念的时候,不能简单从语词上分

析 “异化”该如何 “异”,或者简单认为 “异化”就是追求 “直译”,而要解读文努蒂提出 “异
化”概念时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思及解构主义思维。

根据 “译介学”提出者的阐述,译介学 “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

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 (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

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译介学并非只关注 “介”,它对 “介”
的关注是通过对 “译”的观察得出来,翻译问题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翻译的本质和价值是它

的核心研究问题。
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是考量一个理论学科归属的依据,“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所谓

“正统”,应 该 指 的 是 “围 绕 本 学 科 研 究 对 象、具 有 本 学 科 学 科 意 义”的 “正 统 (proper
sense)”,而非对某一学派研究理论的 “专利冠名”。王向远教授使用 “正统翻译学”时明确将

“紧紧依傍于翻译学,并以语言学的科学性作为学科根本”的翻译研究称为 “正统”,虽承认其

他研究 (如 “文化翻译”)“近20年来搞得风生水起”,但指责这些研究 “偏离翻译本体”。笔

者认为不同理论观点存在对立其实是学科常态,将不认同的理论观点排斥在学科范畴之外的态

度是非客观、非学术的,是理论评价中忌入的误区。

(二)将不同理论层次和理论目标的 “创造性叛逆”和 “破坏性叛逆”两个概念一起讨论

“创造性叛逆”是 “译介学”的核心概念,是谢天振教授受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启

发,在20世纪90年代呼吁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时使用的一个概念。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揭

示了翻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本质特点”,“特别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

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通过 “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谢天振教授呼吁翻译研

究者开拓视野,“描述、解释、理解翻译家所做的事,而不是去规定翻译家该怎么做”。①

在 《“创造性叛逆”还是 “破坏性叛逆”? ———近年来译学界 “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

偏颇与问题》一文中,王向远教授批评 “创造性叛逆”这个命题 “暗含着对 ‘叛逆’完全正面

的评价,体现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一元论的立场”,并提出 “破坏性叛逆”概念,认为既然有 “创
造性叛逆”,就一定还有 “破坏性叛逆”:

翻译确实免不了 “创造性叛逆”的成分,但并非 “总是创造性的叛逆”。例如一首诗,
每一句都是对原文的 “创造性叛逆”,那么这算是翻译,还是创作呢? 一篇一万字的翻译小

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如果只是很少一部分字句属于 “创造性的叛逆”,其他都是逐字逐

句的直译,那由此应该得出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的结论,还是应该得出 “翻译

总是一种忠实性的转换”的结论呢? 如果一多半的字数都属于 “创造性叛逆”,是否还算是

合格的翻译呢? 在 “创造性叛逆”之外,有没有 “破坏性叛逆”呢? 如果 “破坏性叛逆”

的比重多了,还能叫做 “创造性”的叛逆吗? ②

在此,笔者认为王向远教授提出的 “破坏性叛逆”概念和谢天振教授提出的 “创造性叛逆”
概念并不属于同一个理论层次。当一个概念强调 “总是”的时候,它往往讨论的是一件事物的

本质属性,而且在逻辑上一般很难找到反例,是带着哲学意味的思考,是纯理论层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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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论译学观念现代化》,《中国翻译》2004年第1期。
王向远:《“创造性叛逆”还是 “破坏性叛逆”? ———近年来译学界 “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

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而当一个概念可以讨论 “比重”或 “一多半/一少半”的时候,它往往讨论的是现实操作问题,
属于应用理论层面的概念。例如,就 “可译不可译”问题而言,“不可译”就是关于翻译的一个

带有哲学意味的纯理论思考,“可译”则是应用层面的操作。就 “叛逆与忠实”问题而言,“叛
逆”是对翻译活动本质属性的思考,“创造性叛逆”彰显翻译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

人类复杂的社会性、文化性活动。 “忠实”则是翻译实践中最常被追求的目标。 “创造性叛逆”
反复强调 “翻译总是创造性叛逆”,应该属于追求事物本质描述的纯理论层面, “破坏性叛逆”
强调 “忠实的比重”,则是更关注翻译实践的应用层面。王向远教授讨论 “创造性叛逆”和 “破
坏性叛逆”的 “字句比重”,显然将两个概念一起放在翻译实践操作层面讨论问题。

纯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理论目标是不同的,纯理论追求更好地解释现象,应用理论追求更好

地指导实践。把两个不同的理论目标的概念放在一起,容易出现错误甚至荒谬的结论。例如,
“人必有一死”是带有哲学性的思考,如果责怪 “人必有一死”这个观点会增加自杀率,是不是

呈现一种 “鸡同鸭讲”的荒谬感?

(三)未从共时和历时角度评价 “译介学”的理论活力

对一个理论的评价需要从共时角度评价理论提出时的认知突破价值,从历时角度具体描述

理论的影响力,才是比较公平完整的评价方式。
谢天振教授提出 “译介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译学界学者们不约而同认为中

国译学研究进入了 “调整期”、“静寂期”、“滞缓期”。① 张南峰教授指出,当时中国译学研究最

大的问题是 “方向不对”,一味追求对等是 “一条死胡同”,其后果是 “自绝于大量优秀的具有

研究价值的翻译作品”,承认 “偏离原文是翻译的必然现象”,“开展描述性翻译研究,建立开放

的翻译理论”才是建立翻译学的出路。② 随后,中国译学界开始了对国际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大

量译介和讨论,最终推动了中国翻译学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和学科疆域,开始真正走向独立学科

的道路。可以说,“译介学”的提出恰逢中国译学最迷茫的时期,倡导的恰是最打破原有局限的

描述性翻译研究,是当时中国译学 “文化转向”中难得的原创性理论。廖七一教授曾这样评价

“译介学”提出时的理论前瞻性:
我们不能不佩服谢天振教授当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眼光。他不仅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

视角,同时拒绝从形而下的角度研究翻译,认为翻译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应该有自

身的重要地位,翻译文学 “被赋予了新的形式,或新思想、新形象”,是一种 “独立的存

在,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原作难以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谢天振教授还超越了当

时译界的狭隘视野,发现了若干年后人们才接受的翻译的文化意义:翻译文学 “赋予作品

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

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他的研究超越了当时盛行的 “有无之辩” (即有没有翻

译理论、或翻译理论有无意义)与 “中西之争”(即西方的翻译理论有无普适性,是否适用

于中国的翻译实际),给中国翻译研究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不少学者受到启发,看到了学科

发展的方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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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荣:《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中国翻译》1996年第6期;刘宓庆:《翻译理论研究展望》,《中
国翻译》1996年第6期;方梦之: 《译论研究的综合性原则———译学方法论思考之一》, 《中国翻译》

1996年第4期。
张南峰:《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中国翻译》1995年第4期。
廖七一:《论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观》,《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对于译介学的后续理论影响力,廖七一教授也进行了带有历时要素的评价:
从眼下国内学者翻译研究的选题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此言不虚。许多学者从 “创造性

叛逆”、“文化误读”等术语体系中得到灵感、受到启发;这些术语已经成为当前翻译界流

通最为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译介学》也成为国内翻译研究参考最多的中

文文献。笔者撰写的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就从 《译介学》中受益匪浅。①

另一位在比较文学和翻译学领域都具影响力的学者宋炳辉也是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和评价译介学:
译介学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末的汉语学术中生成并形成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既是中外

理论这一特定时空中汇通激发的结果,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大量译入实践的意义被重新凸显,
多学科理论不断更新、视野不断拓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译介学既是个人性理论事件,
也是中国翻译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环节。②

王向远教授也看到目前翻译学内有 “上百篇相关文章和数部专著,甚至有专门阐述 ‘创造

性叛逆’的博士论文”,但他并未承认或点评这种历时角度看业已存在的理论影响力,只是遗憾

没有人讨论 “破坏性叛逆”, “连浅尝辄止的论述都没有”。③ 对于译介学作为翻译理论的价值,
王向远教授引用江枫在 《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④ 中对译介学的批评,认为与 “正统翻译学”是

“相剋”的:
当 “译介学”返过来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介入 “翻译学”的时候,正统翻译学发生排

斥反应,难以容纳。有批评者认为,谈论翻译,谈翻译学,却将翻译必须忠实这一根本问

题置之不问,只讲 “创造性叛逆”,这样的 “翻译学”就只能是 “伪翻译学”,这是 “一而

再,再而三地要在学科界限问题上把水搅浑”,是 “夹着一本所谓 《译介学》把头伸进翻译

学帐篷的骆驼”。⑤

江枫是一位资深的译者,在2011年曾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的论文多是译者序和译文点评。经CNKI期刊网搜索,除了译者序,只有2001年 《中国翻译》
发过 《“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⑥ 评论的是另一位译者许渊冲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 “三美”
论和 “竞赛论”,文章论述采用的是最传统的语文学方法,用翻译例子点评译文是否忠实原文。
可以看出,江枫采用的是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是 “译介学”曾突破的 “传统”翻译思想范畴

的论述。我们尊重这种分歧,但王向远教授一方面强调 “创新”,一方面将 “传统”看作 “正
统”,就很难正确评估译介学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影响力。

笔者认为,纵观当代中国译学自20世纪末至今的二十年发展进程,译介学不仅在当时推动

了描述性翻译研究和翻译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是促进中国译学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理论之一,
还是目前为止最具生命力的译学理论之一,在全球化语境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要求下,译

介学将产生更大的启发和引导作用。谢天振教授自2008年就开始从译介学的角度思考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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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七一:《论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观》,《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宋炳辉:《译介学理论发生语境及其多学科意义刍议》,《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2期。
王向远:《“创造性叛逆”还是 “破坏性叛逆”? ———近年来译学界 “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

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江枫:《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王向远: 《“译介学”与 “译文学”——— “译介学”的特色、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及与 “译文学”之关

联》,《民族翻译》2016年第4期。
江枫:《“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中国翻译》2001年第3期。



作品外译问题,发表了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① 《译介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新视角》、②
《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 “走出去”?》、③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④ 《从
译介学视角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⑤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⑥ 《译介学与中国文化

在当代的传播》、⑦ 《从文化外译的视角看翻译的重新定义———兼谈围绕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几

个认识误区》⑧ 等。他特别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中

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从译文的语言水平角度来看,其实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但并没

有在译入语国家产生较大影响,这个原因,语言学角度很难解释,译介学却可以,因为译介学

理论本来就关注文学文化的跨语言、跨国界传播本质,更特别关注制约文学文化在译入国语境

中的接受、传播、影响的各种因素,因此译介学对文化外译这一行为的理解与阐释就比传统的

翻译研究显得更加深入,也更加到位。
从谢天振教授近年来的论文被各种核心期刊、报纸接受发表,以及越来越多学者从译介学

视角开展翻译研究的事实来看,王向远教授对译介学的批评是有一定偏差的。
笔者希望通过讨论理论评价的原则和误区,为译学研究的严谨性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使

中国译学涌现出更多的创新性理论。

〔责任编辑:俞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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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8月25日。
谢天振:《译介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新视角》,《社会科学报》2008年8月18日,第0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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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谢天振、陆杏: 《译介学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传播———访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 《国际汉学》

2015年第3期。
谢天振:《从文化外译的视角看翻译的重新定义———兼谈围绕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几个认识误区》,
《东方翻译》2016年第4期。



ThreePrinciplesandThreeMisunderstandingsofTheoreticalEvaluation TakingtheEvaluation
DeviationforMedio-TranslatologyasanExample ZhangYing·31·

InProfessorWangXiangyuan􀆶sseriesofbookscriticizingmedio-translatology throughthe
threeprinciplesoftheoreticalevaluation—namelyinrespecttothe􀆵incommensurability ofthe
theory inrespecttothetheoryproposer􀆶sdefinitionofcoreconcepts andinrespecttothe
proposer􀆶spositioningoftheirtheoreticalgoalsandtheirpositioningintheirera—evaluatingthe
theoryfrom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imensions we can find the following three
misunderstandings thatWangarbitrarilydefined􀆵orthodoxtranslation whencriticizingmedio-
translatologyandthusexcludeditfromtranslationstudies thatheputthetwoconcepts
􀆵creativetreason and􀆵destructivetreason togetherfordiscussiondespitethem beingat
differenttheoreticallevelsandtheoreticalgoals andthatheneverevaluatedthetheoretical
vitalityofmedio-translatologyfromthesynchronicanddiachronicdimensions Therefore if
thereisabias arealtheoreticalinnovationwillbeinfluenced Appropriatereflectionwillhelp
moreinnovativetheoriesinthefieldofChinesetranslatologytodevelop 

OutofHistoricalEpistemology TheLimitationand WayOutoftheDiscourseParadigm of
HistoriographicalTheoryinthe40YearsofReformandOpeningUp ZhuoLi·39·

Themainparadigm ofhistoricaltheoryinthe40yearsofreform andopeningupis
􀆵historicalepistemology  Itisimpossibletodefendnotonlythelegitimacyofhistorical
knowledgebutalsotherootofthedivisionofpositivist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icaltheory 
andhistoricaltheory Historicalepistemologywithhistoricalrealismasitsphilosophicalpremise
isfundamentallyatheory mirroring modern Westernphilosophy Itisthepusherbehind
historicalrelativism ratherthantheonlywaytosaveobjectivehistoriography Underthe
paradigmof􀆵historicalepistemology  historiographicaltheoryonlyrepeatsthequestionof
whether􀆵historicalcognitionissubjectiveorobjective andmisinterpretsnewtheoriessuchas
hermeneuticsandpostmodernismas􀆵evidence tothesubjectivityofhistoricalcognition Infact 
thedevelopmentof modernsciencehasalreadydestroyedthe modernscientificvisionof
􀆵objectiveunrestrainedtruth  influencingphilosophytotaketheleadbygoing􀆵outof
epistemology andtransformingintomodernphilosophy Going asitiscalled 􀆵outofhistorical
epistemology doesnotdenytherealityofobjectivehistory andtheobjectiveworld  nordoesit
denythephenomenonofcognition Itsuspendstheineffectivemetaphysicalbeliefof􀆵objective
historicalreality  gettingridofthe􀆵naturalattitude andtranscendingtheoldframeworkof
subject-objectdualism thustransformingthe􀆵objectivityofcorrespondencetheory inhistorical
knowledgeinto􀆵objectivityofcoherencetheory  Thisisnotonlytheinherentrequirementof
buildingahistoriographicaldiscours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butalsothekeytotruly
graspingtheessenceofMarxistsocialhistoricalthought 

ReflectionandReconstructionoftheDisciplinaryFunctionsofEconomicHistory
YiMianyangandZhaoDexin·53·

Anyindependentdisciplinehasitsownuniquefunctions Economichistoryformsitsown
disciplinaryfunctionsafterdeeplyintegratingthefunctionsofhistoryandeconomics seeking
truth findinganswers andbeingpractical Seekingtruthisatruerecurrenceofpasteconomic
practices Findinganswersistoanalyzethecausesofeconomicphenomenaineconomicpractices 
exploreeconomiclaws exploretheeconomicoperation mechanism anditsperformancein
history andexplainthemajorproblemsineconomichistory Beingpracticalisbasedonreality 
Thethreefunctionsareinseparable 􀆵Seekingtruth isthebasis 􀆵findinganswers isthe
sublimationofthetruth-seekingthatexplainstherelationships laws and mechanismsin
historicaltruth and􀆵beingpractical putshistoricaltruthandlawsintopracticeasanapplication
oftheformertwo Astudyofeconomichistorycanfocusononeofthefunctions buta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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